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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视阈下澧县皮影戏的保护与传承 ①

李　刚
（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作为一种活态的民间艺术形式，澧县皮影戏在剧本形态、剧目内容、演出习俗与文化内涵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
代的民俗价值与艺术价值。本文以澧县皮影戏在当下的生存与发展为切入点，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结合田野调查的研

究方法，对澧县皮影戏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呼吁对其进行保护性的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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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影戏是集绘画、雕刻、音乐、文学、表演、舞蹈于一体
的综合民间艺术，以其丰富的历史、戏曲、美术、民俗、宗教

的内涵，保存着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与

原汁原味的民间生态样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苏

联文学家高尔基曾指出，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

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在国内，由于商业文化的冲击，皮

影戏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皮影戏正逐渐走

向消亡的困境，面临艺人老化、市场萎缩、传承后继无人等

危机。在国外，柬埔寨的高棉皮影戏（ＳｂｅｋＴｈｏｍ）和印尼的
哇扬（Ｗａｙａｎｇ）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伴随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

猛烈冲击，皮影戏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越来越凸显。因此，

对皮影戏进行抢救性研究，迫在眉睫。澧县皮影戏作为湖

南三大影戏之一，与长沙湘剧皮影戏、衡阳渔鼓皮影戏在

唱腔、演出剧目、剧本特点等方面存在较显著的差异，其地

域特色非常突出。早在清代直至民国，澧县就盛演皮影

戏。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澧县仍有大量皮影戏班在演出，
极受民众欢迎。但对这种活态的民间综合性民俗艺术，学

者们关注不多，迄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澧县皮影戏的论

著出版，仅有少量论文和《澧县县志》涉及到澧县皮影戏，

但大多是介绍性文字，缺乏深入的普查与研究。因此，对

澧县皮影戏的保护与传承加以研究，有着重要的民俗价值

与艺术价值。

从剧本形态来看，澧县皮影戏剧本既有唱词、对白、影

人的动作、表情以及部分演出操作动作提示的完全本，也

有只简单记录情节梗概，没有唱词、念白等提示的提纲本。

据笔者田野调查所获的剧本来看，其中又以提纲本居多，

也叫做“桥本”，澧县皮影戏南路的代表性传承人向家班向

绪庆的皮影戏抄本大部分为提纲本，如《沙陀搬兵》、《罗成

投唐》、《初进宫》、《罗通扫北》、《水罗寨》、《宫门挂带》、

《四明山》等本子都是以总纲的形式较为简略地记录了故

事的情节梗概。从文本特征来看，这种桥本“篇幅都不长，

其结撰方式和内容都无特殊规制。就其结撰方式而言，有

四种情形，或是根据故事情节将其分成若干场或故事段落

整理，或是将整个戏分成若干本按本整理，或是不分场不

分本只叙述故事，或是虽是连着叙述却以数字序号标示其

故事单元。至于桥本文本的具体内容，一般都有出场人

物、故事发生的地点、朝代，以及事件的发生发展及至结局

的主要过程，而没有唱词、宾白、舞台提示等。”［１］澧县皮影

戏抄本虽以提纲本居多，但也不可一概而论。除了提纲本

之外，澧县皮影戏还有唱词、对白、影人的动作、表情以及

部分演出操作动作提示都非常完整的剧本，如向家班向绪

庆传抄的皮影剧本《猪八戒背媳妇》中人物角色、念白、唱

词、曲调、动作、场景等一应俱全，整个剧本的对白口语化

特征非常明显，人物性格的刻画生动鲜明。通过考察不难

发现，澧县皮影戏剧本形态较为复杂，这一点也充分表明

皮影戏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从澧县皮影戏的剧目内容来看，多以历史演义、神话

传说为主，来源主要依据通俗小说或对地方戏的改编与移

植。就皮影剧本的来源方式，学者汤际亨曾归纳为三种：

“（一）凭空撰制者；（二）源于小说者；（三）脱胎戏曲者”，

且认为“大抵影本皆有所本源与依傍”。［２］澧县皮影戏的代

９９１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１４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澧县皮影戏的抢救性研究”（０９ＹＢＢ１４３）
作者简介：李　刚（１９７５－），男，湖南湘潭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艺术设计的教学与研究。



表性剧目有：《文王访贤》、《夹龙山》、《瓦岗寨》、《薜仁贵

征东》、《杨家将》、《滚丁床》、《五马回朝》、《大破天门阵》、

《火焰山》等传统曲目，也出现过《夺印》《智取威虎山》《沙

家浜》《抓壮丁》《打铜锣》《两个党员》等带有明显时代烙

印的剧目。向家班经常演出的剧目有：《文王访贤》、《杨家

将》、《大破天门阵》、《周应龙反五吴》、《四马投唐》、《御果

园救驾》、《三收何元庆》、《收姜维》、《三红头》、《三困锁

阳》、《徐庶过江》、《秦怀玉杀四门》、《战豹收豹》、《五台会

兄》、《网金盆》、《鞭打紫金门》、《火烧余鸿》、《男斩子》、

《五雷阵》、《沙陀搬兵》、《黄丝洞》等，这些剧目都取自历

史演义与神话传说。据笔者在澧县的田野调查来看，作为

接受主体的澧县群众尤其是散居乡镇的民众，因长期受皮

影戏、大鼓词等民间曲艺耳濡目染的影响，对历史演义、神

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形成了浓厚的兴趣。“人类学的整体

观（ｈｏｌｉｓｍ）认为，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各个文化
现象之间都存在必然的有机联系，考察任何一种文化现象

都需要注意它由以生成的文化背景。”［３］据《澧县文化志》

记载，宋代末期澧县就有皮影戏班从事演唱活动，绵延至

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艺人的代际传承中，其演

出剧目一直以历史剧、神话剧居多。民众虽文化水平不

高，但由于受民间曲艺长期的艺术浸染，对历史尤其是涉

及帝王将相的南征北战、英雄传奇，王宫后院的公案、轶

事、秘史等耳熟能详。依据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皮影戏作

为当今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民族文化内部而

言，个体由此而获得对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认同，社会生

活也因此得以重新整合。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对神话传说

的热衷，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是民众以自己

独有的方式参与社会政治而形成的一种心理补偿。因受

现实条件的限制，民众往往被排除在主流意识之外，民众

对政治、历史、社会的观点往往受到无形或有形的遮蔽，无

法在历史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只能寄情于曲

艺，在艺术鉴赏的过程中舒缓与宣泄内心的郁积。

从演出习俗来看，澧县皮影戏多用牛皮或硬纸片雕刻

成人物、动物和静景影型。人型高约三十公分，无色，侧面，

单腿，独臂，肩上和手上各配一根操作杆。物型（如桌、椅、

金殿等）稍具透视感。演唱时，在矮台上置银幕一方，由一

人“提影”，将影型贴近银幕，提动操作杆，通过灯光，使影

型在银幕上表演各种动作。其他人分司各种乐器、分唱各

个角色。皮影戏的演唱用澧县地方方言，音乐、唱腔为荆

河戏路子，多为民间祭祀、庆典、祈福、还愿等活动进行演

唱。澧县皮影戏的演出多出于民间庙会、传统节日（如阴

历七月半的“鬼节”）、祭祀活动、人生礼仪或酬神还愿的需

要，大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皮影戏的这一宗教功能，

与其在长期发展中与道教、佛教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建国

以后，由于皮影戏的宗教功能被当作是封建迷信而取缔，

皮影戏的发展曾一度低迷。直至１９８０年代，澧县皮影戏因
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而再度兴盛，由政府登记造册的皮影戏

班就有十几个，常年在澧县和安乡、临澧、石门、常德、汉寿

等地农村演出。随着时代的发展，皮影戏的宗教功能逐渐

弱化，娱乐功能跃居其上。皮影戏作为广大下层民众喜闻

乐见的艺术形式，与民众的文化娱乐、精神信仰、习俗生活

等息息相关。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澧县皮影戏不

时受到现代传媒的猛烈冲击，加之年轻一代对传统曲艺兴

趣的淡漠，皮影艺人已是生存维艰，大部分皮影艺人只在

农闲时节或春节前后有人请戏时才会重拾皮影戏担。受

经济利益的驱动，很少再有年轻人愿意向皮影艺人拜师学

艺，皮影戏的传承更是岌岌可危。一旦澧县皮影戏也像其

他濒危的艺术门类一样，后人只能透过博物馆里陈列的橱

窗来捕捉历史遗迹、探寻民情风俗变迁的话，与其到那个

时候再对已成为历史的皮影戏进行抢救性研究，还不如趁

着现在到乡野民间多多搜寻、保留、记录皮影戏这一珍贵

的民间艺术。皮影戏既是“大众愿望和审美的直接表现”，

更是“中华民族情感和理想的重要载体”。［４］英国著名人类

学家泰勒（ＥｄｗａｒｄＴｙｌｏｒ）在《原始文化》一书披露：“在那些
帮助我们按迹探求世界文化的实际进程的证据中，有一广

泛的事实阶梯。我认为可用‘遗留’（Ｓｕｒｖｉｖａｌ）这个术语来
标示这些事实。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

转移到另一个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

见证或活的文献”，“研究遗留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意义，因

为我们称为迷信的大部分正是属于遗留之中的。除此之

外，无论遗留本身大部分是怎样无关紧要，对遗留的研究

有助于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清楚地了解遗留的本质

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５］从这一角度来讲，

澧县皮影戏也有着重要的民俗学价值与人类学价值。探

究澧县皮影戏的演出习俗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化价值，对我

们了解皮影戏这一与历史、宗教有着密切联系的活化石有

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文化内涵来看，澧县皮影戏作为一种民间戏剧艺

术，首先，皮影戏的民俗文化功能不可小觑。皮影戏与艺

术、民俗间有着密切关系，具有巫术功能、心理调适功能、

娱乐审美功能、教育教化功能等多种民俗功能与价值，体

现了民众的诸多心理需求［６］。作为民间土生土长的艺术

形式，皮影戏艺术形态的发展与变迁与其生存土壤和民俗

环境有着重要关联。澧县皮影戏作为澧县民众喜闻乐见

的艺术形式，表征着民众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

的宗教信仰等原始思维，承担着为民众酬神还愿、调适心

理、宣传教化等功能，在民众中仍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

其次，作为一种活态的艺术形式，澧县皮影戏无论是从静

态化的剧本形态、剧目内容、影人造型、雕刻工艺来看，还

是从动态化的影戏唱腔、影戏演出、影戏传承等来看，它都

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泰勒认为“文化，或文

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

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

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５］。作为一

种融合了信仰、风俗、道德等内涵的综合艺术，澧县皮影戏

对于研究澧县民众的态度观念、行为模式以及存在于器

物、艺术及行为背后的信仰、抽象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文化

符码，其文化意义与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再次，澧县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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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作为中国影戏大家族中的一员，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影

戏如河北唐山皮影戏、河北冀南皮影戏、山西孝义皮影戏、

辽宁复州皮影戏、浙江海宁皮影戏、陕西华县皮影戏、甘肃

环县道情皮影戏、广东陆丰皮影戏、湖北江汉平原皮影戏

等无论是在影戏唱腔、皮影造型、皮影雕制等方面都有着

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它代表着皮影戏家族中无法取代的

“这一个”。按照文化人类学“参与观察”（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的研究方法，对澧县皮影戏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
分析，有利于我们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的比较中探寻澧

县皮影戏的独特价值，同时也不难发现社会的迅速发展以

及文化冲击与变迁的加剧，给澧县皮影戏带来的巨大生存

危机。澧县皮影戏不仅代表着一种曾经繁荣兴盛的民俗

活动，更意味着一段无法忘却的历史，它忠实记录着我们

祖先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

的部分，随着市场化、商业化的冲击，澧县皮影戏的表演对

象、表演氛围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已瓦解殆尽，精神土壤更消逝难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

下，不少皮影艺人纷纷转向其他艺术门类如澧州大鼓等。

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保护传统文化之间，形

成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矛盾。对澧县皮影戏展开细致的收

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为其绘制详细的发展谱系，摸索出一

套与时俱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能够

为皮影戏在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富有实践意义的贡

献。同时，对澧县皮影戏的抢救性研究，有利于为我国其

他地域皮影戏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富有实践价值的启示。

澧县皮影戏作为传统的民间表演艺术，既承载着历史

悠久的巫楚文化，又与具有地方特色的荆河戏相结合，蕴

含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澧县皮

影戏渐渐淡出当地人的生活舞台，由以往生活中的应用文

化渐渐转化为历史文化，悄悄转为一种历史的纪念、标志、

符号、记忆，乃至经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指出，文化认同是确立和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一个关键。其重点是身份认同，意指一个人对

自己一套行为模式、价值观的认同。在文化人类学视野

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是文化提

喻性的表现（ｓｙｎｅｃｄｏｃ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因而在艺术的生产
和消费中成为一种想象他人、自我或被他人想象的媒介；

作为一种表达形式，它是对创作者、拥有者及其文化的表

达，也是身份诉求、族群认同或隔离的文化资源［８］。在提

倡文化多样性的今天，对其进行抢救性研究，以便为子孙

后代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同时，对澧县皮影

戏进行抢救性研究，体现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在

全球文明走向同质化的时代坚持本民族的身份标签与情

感认同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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